	經濟學原理與政治學原則的衝突

	    在社會生活中，政治與經濟是一對孿生兄弟。政治離不開經濟，而經濟也離不開政治。有些問題，表面看是政治問題，而實則是經濟問題；而有些問題，則正好相反。我們常聽到一句話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是基礎，但在很多情況下，經濟與政治是不統一的。尤其是在處理社會問題時，經濟學原理與政治學原則往往表現出尖銳的對立。對同一個問題，經濟學家不贊成政治學家的意見，而政治學家對經濟學家的意見往往不屑一顧。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是因為經濟學家的出發點與政治學家的出發點是不同的。經濟學家強調的是效率，而政治學家維護的是公平。當然，最好的情況是既保持了效率，又維護了公平。但這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極難做到。
    經濟學主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無論是宏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它們所關心的問題只有一個，即如何進行資源的合理配置或者稱為資源的最佳配置。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考慮，一是在現有的資源約束下，如何取得最大效益，二是取得的效益一定，如何使耗費最小。這其實是一個問題，可以歸納為效率問題，效率是經濟學家關注的核心。以效率為中心，經濟學家構築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論體系，這些理論體系龐大而繁雜。 

    政治的原始含義是治理國家，也指治理國家所推行的政令與政策。比如，在《孟子 梁惠王上》就講到，“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這裏的“政”是指執政、統治；又比如在《論語 為政》中講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這裏的“政”指政令、政策。在當今社會中，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政治所要處理的關係主要是國家生活中的各種關係，包括階級內部的關係，階級之間的關係，民族關係以及國際關係等。政治的基本任務是如何協調各階層的利益關係。一個社會要想保持穩定，要想長治久安，一個基本的前提各個階層的利益都必須都照顧到。這就需要公平或者是公正，尤其是在經濟利益的分配方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平或者公正成為政治的最高原則。理想的政治是表現為絕對的公平與公正，當然，絕對的公平與公正是不存在的，追求相對或者是大致的公平或公正成為政治家們的必然選擇。 

    因此，經濟學原理與政治學原則從其出發點來講是衝突的。經濟學家強調的是利益最大化，政治學家強調的是利益均衡化，利益的最大化和利益的均衡化很難同時實現。社會的進步來自於經濟的發展，而經濟發展則是依靠經濟規律得以實現。因此，一個社會要想發展得快必須尊重經濟學原理；一個社會的快速發展往往是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的。比如資本主義這種生產方式，從它一誕生開始它就是一種高效率的經濟，是一種快速發展的經濟，但這種快速發展的建立在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基礎之上的。從政治學的觀點看，這種制度並不是一種好的制度。為了糾正這種制度的缺陷，一些政治學家試圖進行改良，於是所謂的福利資本主義便在北歐一些小的但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推行開來。社會保障的普遍實施是一種相對或者是大致公平思想的流露，而其後果是其經濟發展的明顯放慢。 

    講到這裏，我忽然想起孟子那段魚和熊掌不能同時兼得的老話來。看樣子，這個比喻用於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係再恰當不過。就效率與公平而言，要麼選擇前者，要麼選擇後者，二者必居其一。列寧、毛澤東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變成了現實。他們的理想是建設一個高效率的但又是公平的社會。由於國情不一樣，他們在選擇本國的具體發展道路時採取了一些不同的措施。一開始，列寧搞戰時共產主義，毛澤東搞人民公社運動，但無論是列寧還是毛澤東都很快嘗到了苦頭。列寧被迫向新經濟政策轉變，毛澤東在1962年及時地搞人民公社的內部調整。令人遺憾的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由於被刺早逝而夭折，毛澤東的調整由於十年浩劫而被迫中斷。在列寧之後，列寧的繼承人推行激進的政策，使經濟的發展陷入停頓，最終導致了蘇聯的垮臺；而毛澤東的繼承者鄧小平則適時地在公平與效率之間選擇了效率，“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通過改革開放保住了中國的社會主義。
       效率的基礎是產權，而公平或者公正的基礎是政權。只有產權明晰，才可能產生效率，如果產權不明晰，則只能是低效率。這一點已為世界各國的實踐所證明。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前，由於產權模糊（其特徵是農民對土地等主要生產資料關心不夠〕，所以是低效率，後來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度這種情況大為改變。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從產權的角度考察，是個產權逐漸明晰的過程。而公平或者公正的基礎是政權。公平或者公正有兩個基本的含義。一是國家提供一種秩序框架，所有的人都應當在這種框架下生活；二是國家依靠政權的力量對國民收入進行重新分配，保證社會的各個階層對國家的維護與忠誠。如果國家不能提供這種框架，或者國家沒有意識到或者沒有權威對國民收入進行比較公平的分配，那麼這個社會的矛盾就會激化，這個社會就會動亂甚至崩潰。這種例子不勝枚舉。作為政治學家或者政治家，其基本的理念和出發點是如何維護社會秩序，如何維護國家權威並在這個基礎上維護公平。在很多情況下，這種維護靠削弱私人產權，加強政權來實現。 

    在現實生活中，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往往有許多轉化形式。這種轉化形式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現在中央強調正確處理好穩定與發展的關係實際上就是公平與效率關係在新時期的轉化形式。現在中國面臨的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貧富差距過大，中央已經為此做了許多工作，並出臺了相關政策。這些政策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抑富，如徵收個人所得稅，利息稅，遺產稅等；二是救貧，主要政策是對城市居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保障他們有飯吃，有房住，有衣穿。對於中西部開發，中央已經下了大的決心，並把此提到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去認識，去對待。至於特貧人口，中央的政策是號召全社會的力量予以幫助。民族問題是個敏感問題，中央始終關心少數民族的發展與壯大，在人口、教育、科技、稅收、財政政策方面給予少數民族許多優惠政策。 

    雖然從理論上來講，經濟學原理與經濟學原則是相互衝突的，但在社會的實際生活中應當提倡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的相互學習，相互容忍。經濟學家在考慮經濟問題時多從政治方面去考慮，經使自己提出的經濟建議被政治家採納；而政治家在作出決策應當多向經濟學家學習，以使自己的決策符合最大化的原則。實際上，這是在提倡折衷，提倡中庸。中庸是一種大的智慧，一種大徹大悟。一些看似沒法解決的社會難題通過中庸的辦法的都順利地得到了解決。鄧小平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能手，無論是“一國兩制”，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無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但如果我們從哲學的高度去分析鄧小平的理論，我們會發現，這裏面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其折衷，實際上也就是中庸。中庸把看似無法調合的東西調合了，把無法解決的難題解決了。怎樣進行經濟學原理與政治學原則的折衷呢？無非是兩個方法：一個方法是模糊產權與政權的界限，政權與產權不分，一個國家實行全民所有制中者是集體所有制就屬於這種情況，正象以前我們國家所實行的那樣，這是一種低層次的折衷；二一種情況是在產權和政權都很明晰的情況下有意識地在經濟學原理與政治學原則進行折衷，這是一種高層次的折衷。而這種折衷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嶄新的課題，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政治學家也還都在實踐中摸索。                   （本文作者為山東財政學院國際經貿學院教授）



